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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耕地覆盖重建研究不仅可以为全球变化和生态环境效应模拟提供基础数据，而且

有助于深刻理解区域人地关系。过去千年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时间上经

历了时农时牧的变化过程，在空间上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准确重建类似区域的耕地

覆盖变化是当前本领域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本研究选择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带宽最大

的东段作为研究区，使用历史文献以及聚落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估算了辽、金、元、明时期

的耕地面积总量，采用基于聚落考古信息构建耕地格网化重建方法重建了对应时期的 5′×5′耕地

覆盖数据集。该数据集客观、准确地刻画了辽代至明代研究区土地利用从半农半牧到牧业的根

本性转变过程。本数据集包括 1 组表格数据和 2 组空间数据。表格数据包括研究区辽、金、元、

明时期的耕地面积总量和聚落数量，以.xlsx 格式储存。空间数据包括：（1）中国北方农牧交错

带东段边界数据，以.shp 格式储存；（2）辽、金、元、明共 4 期的 5′×5′耕地覆盖数据，以.shp

格式储存。数据集一共由 36 个数据文件组成，数据量为 2.26 MB（压缩为 1 个文件，242 KB）。 

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地覆盖；耕地；聚落考古；辽、金、元、明；农牧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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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出版，可获取： 

https://doi.org/10.3974/geodb.2023.08.01.V1 或 https://cstr.escience.org.cn/CSTR:20146.11.2023.08.01.V1.  

 

1  前言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是全球变化及其影

响研究的重要方向[1]。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对地球系统产生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历史时

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土地利用对当前生态的影响不应被忽视或低估[2, 3]。历史 LUCC 重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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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反应土地覆盖的时空演变过程，而且能为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模拟提供基础数据[4-6]。

耕地是农业活动出现以后，扩张最快、影响地表原始覆盖最深且最具代表性的土地利用类

型之一，其扩张不仅直接改变了地表原始覆盖类型，而且通过改变陆地表面的物理条件和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过程，间接影响区域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7]。因此，耕地的重建是其

他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类型重建的起点。重建时间序列长、可靠性高的耕地覆盖变化有助于

深入理解人类土地利用活动改变土地覆盖的全过程。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四大历史土

地覆盖数据集：SAGE[8]、HYDE[9]、PJ[10]、KK 10[5]都包括耕地数据，这些数据集虽已被广

泛应用，但其可靠性却受到诸多质疑[11–13]。这主要是由于上述数据集使用的耕地面积数据

的空间分辨率较低（国家或大洲尺度），以及使用自然因子构建宜垦性模型进行耕地覆盖格

网化分配等因素造成的。 

重建区域尺度的耕地覆盖不仅能定量刻画区域耕地覆盖变化过程，也是修正全球尺度

土地覆盖数据集的关键环节[13]。近年来，国内学者基于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等

针对耕地覆盖重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耕地覆盖重建工作流程

逐步统一、规范[14]；二是耕地重建的时段不断向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延伸[15–17]；三是耕地重

建的格网化分配方法不断得到改进，重建结果可靠性有所提高[18–20]。尽管成果丰硕，但，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献记录相对丰富、农业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农区，

而对于农牧交错带等类似区域长时序的耕地重建研究仍较为薄弱。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

的生态脆弱性强、农业发展的继承性差，加之多变的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历史耕地数据的

获取、格网化分配方法的构建难度大。 

本研究选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敏感，土地利用方式呈现时农时牧、半农半牧特点的中

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作为研究区，使用历史文献以及聚落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估算了

辽（公元 916–1125 年）、金（公元 1115–1234 年）、元（公元 1279–1368 年）、明（公元 1368–1644

年）共 4 期的耕地面积总量，采用基于聚落考古信息构建耕地格网化分配方法重建了对应

时期的 5′×5′耕地覆盖数据集，以期为农牧交错带类似区域的历史长时序的耕地重建研究

提供参考。 

2  数据集元数据简介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耕地变化数据集（辽、金、元、明时期）》[21]的元数据包

括名称、作者、地理区域、数据年代、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数据集组成、数据出版

与共享服务平台、数据共享政策等信息见表 1。 

3  数据研发方法 

3.1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的选择与划定 

由于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变化显著，且其范围通常与自然界线相吻合 (图 1a)，而较难

使用明确的亚国家级行政单元（省级行政单元）进行刻画[23–25]。因此，考虑到研究的可行

性与资料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择大约千年以前较为温暖湿润的中世纪暖期内[25, 26]的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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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耕地变化数据集（辽、金、元、明时期）》元数据简表 

条  目 描  述 

数据集名称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耕地变化数据集（辽、金、元、明时期） 

数据集短名 Cropland_LiaoJinYuanMing 

作者信息 吴致蕾，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wuzl@qhnu.edu.cn 

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xfang@bnu.edu.cn 

叶  瑜，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yeyuleaffish@bnu.edu.cn  

胡志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huzq@qhnu.edu.cn 

地理区域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位于 41°58′N–46°53′N，116°25′E–124°38′E 之间，总面积约为

19.35 万 km2，其行政范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通辽市、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等 16

个市县，吉林省的白城市、洮南市、通榆县等共 9 个市县，以及黑龙江省的泰米县 

数据年代 辽、金、元、明 

时间分辨率 朝代（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原始聚落数据[21]的时间分辨率仅到朝代，因此，本

研究最终数据集为各朝代 1 期，共 4 期的耕地面积数据以及对应的 5′×5′的耕地覆盖数据） 

空间分辨率 5′×5′ 

数据格式 .shp 

数据量 2.26 MB (压缩文件 242 KB) 

数据集组成 (1) 研究区辽、金、元、明共 4 期的耕地面积和聚落遗址数量，

1-CroplandArea_Liao-Jin-Yaun-Ming，数据格式为.xls 

(2)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即辽代上京道农区的边界数据，

2-BND_Eastern_NorthernChina's_Farming-Pastoral_Zone，数据格式为.shp  

(3)研究区辽、金、元、明共 4 期耕地覆盖数据，3-CroplandCover_Liao-Jin-Yuan-Ming，

包括：CroplandCover_Liao、CroplandCover_Jin、CroplandCover_Yuan、

CroplandCover_Ming，数据格式为.shp 

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2021YFD1500704） 

数据计算环境 ArcGIS 

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http://www.geodoi.ac.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11 号 10010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共享政策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的“数据”包括元数据（中英文）、通过《全球变化数据

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发表的实体数据集和通过《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发

表的数据论文。其共享政策如下：（1）“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

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2）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

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据来源；（3）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

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

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 10%

引用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 10%，同时需要对

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22] 

数据和论文检索系统 DOI，CSTR，Crossref，DCI，CSCD，CNKI，SciEngine，WDS/ISC，GEOSS 

 

上京道农区作为研究农牧交错带的案例区。该区域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内带宽最大的区

域（图 1a）。 
辽代（公元 907–1125 年），是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北方王朝，其疆域广阔，除了包括

我国境内的东北三省、内蒙全部区域、河北以及山西省外，还包括今俄罗斯、蒙古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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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但其经济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地区（图 1b）。辽代的行政区主要包括上京

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以及中京道共五道（图 1b），其中上京道是辽代建国时都城

上京临潢府所在之地，也是辽代农业起步与发展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其东南部的西拉木伦

河流域由于人口集聚成为农业的集中发展区（图 1c）[27–31]。  

由于人口组成结构、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上京道的农业发展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境内

的上京道区域的东南部地区，即本文的研究区。本研究以中国现代国界线为界，研究辽代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上京道地区，其中上京道东南农业区主要是参照辽代古城遗址分布以及

中国 1∶400 万县级行政界线（www. geodata.cn）而划定的。 

 

 
 

图 1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地理位置图[30]  

(a.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分布范围; b. 辽代行政区划图[31]; c. 研究区地理、地貌及辽代府、州级治所分布) 

 

3.2  历史聚落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辽代聚落遗址数据采用 Wu 等[18]基于中国北方古城遗址数据集[23]和《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辽·金时期（第六册）》[31]中提取的聚落数据。金、元、明三个朝代的聚落遗址数据提取

自中国北方古城遗址数据集[23]。 

3.3  耕地面积的重建方法 

（1）辽代耕地面积重建方法 

研究区辽代的耕地面积是基于区域内生产与消费总量平衡作为前提，首先估算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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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粮食消费量/年；其次，综合考虑研究区的粮食单产、耕作制度、不同民族的饮食差别

等人文因素，进而估算人均耕地面积/年以及对应的户均耕地面积；最后，结合人口数或户

数，对研究区耕地面积进行重建。 

 area area arearop rop ropC C CT F P   (1) 

式中， arearopCT 为研究区总耕地面积； arearopCF 为农业户口所需耕地面积； arearopCP 为牧业户

口所需耕地面积。 

 area arearop population ropC CF F A  (2) 
 area areacrop population crop 1 10P P A    (3) 

式中， populationF 为农业户口总量， populationP 为牧业户口总量； arearopCA 为户均耕地面积/年。 

《辽史·兵卫志》[32]中明确记载“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且“一户两

丁”，“丁”即是兵丁数，以此推断辽代一户约有 6.5 人，由 4 个成年人（包括 2 个兵丁），

2.5 个未成年人组成[33]。研究区的人均耕地约 12 宋亩/成年人，未成年人折半为 6 宋亩[34]，

因此，户均约 63 宋亩。再根据非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约为农业人口的人均面积的 1/10

折算[34, 35]，最终按照 1 宋亩=0.06 hm2，1 ha=0.01 km2，计算得到研究区具有现代统计意义

的耕地面积数据。 

（2）金、元、明时期的耕地面积重建方法 

辽、金、元、明四朝时段内研究区的农业生产技术皆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业生产水平

相近[28]，因此可以假定研究区内辽、金、元、明四朝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对稳定的。故，可

以使用辽代单位聚落的耕地面积与金、元、明各朝的聚落数量重建对应朝代的耕地面积总量。 

辽代单位聚落面积的计算。历史时期耕地总是以聚落为中心在其周围分布，区域内的

耕地总面积为每个聚落周边开垦的耕地面积之和。因此，聚落的位置信息能指示耕地存在

区域，聚落的数量反映了区域内开垦耕地的多少，见公式 4、5。 

 1 2 3( , ) NCA w t a a a a     (4) 

 1 2 3( )
( , )

( , )

Na a a a
a w t

SN w t

  


  (5) 

式 4 中， ( , )CA w t 表示 t 年 w 区域内的耕地面积总量； Na 表示 t 年 w 区域内第 N 个聚落的

耕地面积，N 表示 t 年 w 区域内聚落的编号。式 5 中， ( , )a w t 表示 t 年 w 区域内的单位聚

落的平均耕地面积， ( , )SN w t 表示 t 年 w 区域内聚落数量。因此，根据研究区辽代的耕地面

积总量和聚落数量，可以计算单位聚落的平均耕地面积。 

金、元、明时期耕地面积重建。由公式 4 和公式 5 推导得公式 6，即区域内耕地面积

总量（ ( , )CA w t ）等于单位聚落的平均耕地面积（ ( , )a w t ）与聚落数量（ ( , )SN w t ）的积。

采用辽代单位聚落耕地面积与金、元、明时期对应的聚落数据，重建出金、元、明时期的

耕地面积。 

 ( , ) ( , ) ( , )CA w t a w t SN w 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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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聚落密度的耕地格网化分配方法 

本研究采用能指示研究区历史耕地开垦活动的聚落遗址数据构建的聚落密度法进行耕

地格网化分配[18, 19]。具体步骤如下： 

（1）结合当前国际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以及本研究区的实际情况，选择 5′×5′格网尺

度进行耕地覆盖重建，建立研究区 5′×5′格网，并统计各格网内聚落数量分布情况。 

（2）辨识耕地格网，如格网内有聚落，则被辨识为耕地格网，如果格网内无聚落，则

该格网被辨识为非耕地格网。 

（3）构建基于聚落密度的耕地分配比重，也就是说，使用格网内聚落的数量多寡决定

各耕地格网分配得到的耕地的多少。 

（4）使用基于聚落密度的耕地分配比重将研究区辽、金、元、明四朝的耕地面积分配

至格网尺度，结果为格网尺度的耕地所占比例，也称垦殖率。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CA i t CA w t Z i t   (7) 

 
1

( , ) ( , )
n

i

CA w t CA i t


  (8) 

 

1

( , )
( , )

( , )
n

i

CA i t
Z i t

CA i t





 (9) 

式中， ( , )Z i t 为耕地分配比重，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由公式 6 和公式 9 推导出基于聚落数量的耕地分配比重，简化后得公式 10： 

 

1

( , )
( , )

( , )
n

i

SN i t
Z i t

SN i t





 (10) 

 ( , )
( , )

( )

SN i t
SD i t

area i
  (11) 

式 11 中， ( , )SD i t 表示 t 年 i 格网的聚落密度； ( , )SN i t 表示 t 年 i 格网内的聚落数量； ( )area i

表示单位格网的面积。由公式 10 和公式 11 推导出基于聚落密度的耕地分配比重，简化后

得公式 12： 

 

1

( , )
( , )

( , )
n

i

SD i t
Z i t

SD i t





 (12) 

基于聚落密度的格网耕地面积计算方法见式 13： 

 

1

( , )
( , ) ( , )

( , )
n

i

SD i t
CA i t CA w t

SD i t


 


 (13) 

为将格网内耕地面积转换为具有统计意义的格网化耕地数据，需计算单位格网内的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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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率，公式如下： 

 ( , )
( , )

( )

CA i t
FR i t

area i
  （14） 

式中， ( , )FR i t 是单位格网内的垦殖率； ( , )CA i t 为 t 年 i 格网内分配到的耕地面积； ( )area i

表示单位格网的面积，由于单位格网的面积在不同纬度有所不同，在 ArcGIS 软件的支持下，

求取研究区不同纬度的单位格网面积 ( )area i 。 

4  数据结果与验证 

4.1  数据集组成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耕地变化数据集（辽、金、元、明时期)》包括中国北方农

牧交错带东段的边界数据，以.shp 格式储存；研究区辽、金、元、明 4 期的耕地面积和聚

落遗址数量，以.xlsx 格式储存；以及耕地覆盖数据，以.shp 格式储存，空间分辨率为 5′×5′，

时间分辨率为朝代，即辽代、金代、元代、明代。 

4.2  数据结果与验证 

（1）辽、金、元、明时期耕地面积重建结果 

由重建的辽代研究区耕地面积 3,905 km2 和聚落遗址数量 1,834 个，计算辽代单位聚落

耕地面积 2.13 km2。考虑到辽、金、元、明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近，使用辽代单位聚

落耕地面积与获取的研究区金、元、明时期聚落遗址数据 825、72、29 个，重建了金、元、

明时期的耕地面积，分别为 1,757 km2、154 km2、62 km2。辽、金、元、明时期，研究区垦

殖率分别为 2.0%、0.9%、0.1%、0.03%，从辽到明，聚落遗址数量和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分别减少 98.4%和 98.0%，该区的土地利用方式由半农半牧转为以牧为主（图 2）。 

此外，为评估本研究耕地面积重建结果的准确性，以辽代为例，我们将重建耕地面积

与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本研究耕地重建结果与 Li 等[34]的重建结果相当，

也与韩茂丽[29]对西辽河流域耕地面积的估算结果相近 (5 万顷≈0.34 万 km2)。本研究重建

的耕地面积略大，主要原因是本研究区范围较其更大。因此，表明本研究重建的耕地面积

是可靠的[18]。 

（2）辽、金、元、明时期耕地格网化分配结果 

图 3 显示了辽、金、元、明时期研究区 5′×5′空间分辨率的耕地格网化分配结果。从

空间分布来看，耕地分布范围在辽代最广，金代有所缩小，元代显著缩减，到明代仅零星

分布于研究区。 

辽代该区耕地在空间上已形成一定规模，受自然环境的限制，耕地呈“插花式”分

布[29, 35]。耕地格网占全区总格网数的 28.3%，耕地主要沿西拉木伦河、狼河、老哈河等主

要河流分布，集中分布于研究区的聚落密集分布区[28, 29]（图 3a）。耕地格网的平均垦殖率

为 6.6%，最高垦殖率达 31.4%。垦殖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显著，垦殖率较高的耕地格网

主要分布在临潢府附近、东南部的横州和东部的凤州等聚落集中分布的区域，垦殖率以上

述聚落相对集中区域为中心逐渐向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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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辽、金、元、明时期耕地面积总量与聚落数量变化趋势图 

 

金代该区的耕地格网占比为 13.4%，相较于辽代下降了 14.9%，耕地规模有所缩减，耕

地格网的平均垦殖率为 6.3%，最高垦殖率为 30.3%（图 3b）。耕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部

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迁移导致的农业重心的空间转移，金中期起，大量农业人口从老

哈河向东迁移至大凌河流域的金代兴中府，使得农业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 
 

 
 

图 3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辽、金、元、明时期的 5′×5′耕地覆盖结果图 

 

元代研究区的耕地格网占比为 1.8%，相较于金代下降了 11.6%，耕地空间规模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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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耕地仅在研究区南部部分地区集中分布（图 3c）。耕地格网平均垦殖率为 4.1%，最

高垦殖率为 10.1%。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以牧业为生，不重视农业的发展，使得该区农

业几乎被游牧业取代。 

明代耕地格网占比仅为 0.8%，耕地仅零星分布于研究区范围内，明代是研究时段内 4

个朝代中耕地面积最低，耕地空间规模最小的（图 3d）。耕地格网的平均垦殖率为 3.8%，

最高垦殖率为 7.1%。明代中原王朝与鞑靼等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长期对峙，一直未完全

控制该区域。一方面，该区域属于明朝修筑的边墙以外，另一方面，蒙古高原长期未形

成稳定政权。因此，明代该区域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进而使得农业走向衰落，完

全成为牧业区。 

此外，为评估本研究耕地格网化分配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将本研究结果与全球土地覆

盖数据集 HYDE 3.2 中的耕地覆盖数据进行空间对比。结果显示，本研究基于聚落密度法

制备的辽、金、元、明耕地覆盖数据不仅能有效克服了基于宜垦性模型重建结果的缺陷，

而且刻画研究区由农转牧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真实、客观地再现耕地覆盖变化。这证明

本研究重建的耕地覆盖数据是可靠的[30]。 

5  讨论和总结 

本数据集基于历史文献与聚落考古信息重建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辽、金、元、

明时期的耕地面积数据以及 5′×5′的耕地覆盖数据。从耕地总量分析，自辽代到明代，研

究区耕地面积由 3,905 km2 下降至 62 km2，减少了 98.0%；从耕地空间分布上看，辽代耕地

的空间分布最广，金代有所缩小，元代耕地空间分布范围显著缩减，至明代仅有零星分布。

因此，研究表明，过去千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由农转牧的根本性转变，这

是气候变化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历史文献和聚落考古信息重建中国北方农

牧交错带东段的耕地覆盖变化，不仅能客观、真实地定量刻画研究区的耕地覆盖变化过

程，而且有望为重建类似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的耕地覆盖变化提供借鉴

与参考。 

 
 

作者分工：方修琦、吴致蕾对数据集的开发做了总体设计；叶瑜、吴致蕾、胡志强挖

掘和处理了数据；方修琦和吴致蕾设计了算法；吴致蕾撰写了数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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